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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中政府作用的动态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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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政府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立足于新中国工业化历程，在

动态经济学框架内，讨论政府通过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征税而对资本密集型产业扶持来推

动工业化的问题。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数值模拟，分析了稳态下税率与各经济部门

的资本、产出以及社会总资本、总产出存在的倒“U”型关系，并且对税率与政府税收之间

的倒“U”型关系进行了讨论。本文认为政府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度提取不仅不利于劳动

密集型产业发展，也不利于经济总量与政府税收的增长，甚至不利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可

持续增长。本研究与结论部分解释了历史上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难以维系的原因，并部

分揭示了当前亟需调整经济结构的内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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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目前大多数经济增长模型，如以 Cass( 1965) 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以 Lucas( 1988) 、Romer( 1990)

为代表的内生增长模型都侧重讨论经济增长总量，而对经济结构研究略显不足。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经

济总量增长的过程中，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变迁，经济各部门增长呈现非均衡的特点( 参见图 1) 。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2010:《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电子版) 。

图 1 经济结构变化

早期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如 Kuznets( 1957) 、Chenery( 1960) 和张培刚( 1984) ，强调了经济结构的转换，对

农业国工业化问题进行了讨论。但如何将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融合，在动态经济学框架内更深入地

刻画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过程仍有较大研究空间。Acemoglu 和 Guerrieri( 2008 ) 拓展了 Baumol( 1967 ) 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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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结构非均衡增长的研究，从供给层面讨论了资本深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动态变化，但是他们对经济结构的

研究更多地考察市场自发作用，忽略了政府在工业化与经济结构变迁中的作用。而强势政府恰是中国工业

化推进的重要力量。
由 Rosenstein － Rodan( 1943) ，Murphy、Shleifer 和 Vishny( 1989 ) 提出并完善的“大推进”战略，立足于不

完备市场，强调了政府在各工业部门进行投资的重要性。Hirschman( 1958) 认为应当集中力量优先发展一部

分工业，并强调政府有计划投资在工业发展中的重要性。这些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注重政府的作用，但未能在

经济增长的框架内展现政府影响工业化的动态轨迹。Barro( 1990 ) 开启了在经济增长框架内讨论政府作用

的研究，但是他更多强调政府在经济总量增长中的作用。如何在动态经济学的框架内讨论政府在经济结构

变迁中的作用，还有待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研究。
对中国工业化问题的动态经济学分析，国内一些学者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针对目前大多数增长模型

力图解释卡尔多事实的研究现状，陈晓光和龚六堂( 2005) 指出，如果将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工业化早期国家

包括进来，卡尔多事实所反映的规律就会消失。刘霞辉( 2003)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阐释了一个经济体的长期

增长过程。他认为在经济体的加速增长阶段表现为快速工业化和过去利用效率过低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城

市化，并且指出中国目前尚处于增长加速阶段。姚洋和郑东雅( 2008) 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了

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最优补贴期限和补贴率。他们通过讨论重工业的正外部性论证了在一定时期内政府优先

发展重工业的合理性，其研究与林毅夫等( 1994) 优先重工业发展导致低效率的结论有所不同。徐朝阳和林

毅夫( 2010) 在 Ramsey 框架内对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发展绩效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产业结构内生于

要素禀赋，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而升级。政府偏离要素禀赋结构优先发展重工业，将导致资源配置的扭

曲和经济发展的低效。
如何结合中国经济史和动态经济学，对政府在工业化中的作用进行探讨，解析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还

有较大研究空间。本文立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化进程，将政府补贴直接纳入生产函数构建政府推动工业

化的动态经济模型。在此基础上进行数值模拟，讨论了政府对产业结构干预与各产业、经济总量以及政府税

收的倒“U”型关系。最后对该模型的结论进行历史解读与展望。本文其余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对中国

政府在工业化中的作用进行历史回顾; 第三部分是理论模型解析; 第四部分进行数值模拟; 第五部分小结。

二、中国政府在工业化中作用的简要历史回顾

1949 年以来，政府主导的中国工业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49 － 1978 年中国处于“求强”阶

段，政府举全国之力优先发展重工业; 1979 － 1997 年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推行外延式的工业化;

1998 年至今，在政府与市场双重力量作用下，我国进入了重化工业重启阶段。① 在新中国六十多年工业化进

程中，政府始终起着重要作用。
( 一) 1949 －1978 年政府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中的作用

1949 年之前我国工业化水平比较低，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绝对优势。农业产值基本上全部

是由传统的手工方式生产的; 工业产值亦以手工业生产为主，机器工业产值始终低于手工业。经济形势最好

的 1933 年的工业总产值中，机器生产只占 27． 98%，而手工业生产则占 72． 02%。② 这种工业基础给新中国

第一代领导集体带来巨大的压力，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 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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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①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1953 年 8 月毛泽东主席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

核心为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② 1954 年 9 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接受了优先发

展重工业战略。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为了实现我国工业化，就必须主要依靠

新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建设。”③从此我国进入了持续二十多年的优先发展重工业阶段。在政府主导下，

我国工业化经历了以钢铁行业为重点突破的“大跃进”、“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工业大规模下马、以战备为

目的的“三线建设”，以及“文化大革命”中“五小工业”建设④等发展阶段。虽然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强调工

业对农业的支持、强调轻工业的发展，但从整体上看，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 1) 以高

速度发展为首要目标; ( 2) 优先发展重工业; ( 3) 以外延型经济发展为主，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靠增加生

产要素的投入; ( 4) 从备战和效益出发，加快内地发展，改善生产力布局; ( 5 ) 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目

标，实行进口替代。⑤

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多年中，在西方封锁、中苏交恶的国际环境中，在脆弱的工业基础上，我国工业化在政

府主导下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 国防工业、尖端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 在改善基础设施、缩小

沿海与内地差距方面也取得很大成绩。但是这种增长，是依靠大规模增加投入和牺牲消费来维持的，并且带

来了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最终这种工业化模式难以维系，面临着新的调整。
( 二) 1979 －1997 年政府在全面发展工业化中的作用

1979 年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逐步改变了过去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1981 年，全国五

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了我国今后建设的十条方针，其中包括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位置，进一步调整

重工业的服务方向;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工业的建设等方面的内容; 从一切为人民

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内容。⑥ 我国工业化道路开始从优先重工业的发展战

略逐渐转变为农、轻、重协调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体制改革给予了国有企业一定的经营自主权; 集

体经济、民营经济、外资也有了较快发展。工业化的推动力量由政府向多元化转变。此外，政府还在宏观层

面实施了财税、金融、投资、计划、外贸五方面的改革( 董志凯，2009) ，为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创造了良好的外

部环境。从工农关系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之后，依旧是农业和乡村支持工业的发展。随着统购统销的废止

和农产品市场化的推进，农业与乡村更多地通过农民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资金和土地等方式支持工业发展。
在多种力量的推进下，我国工业化全面推进，第二产业产值从 1979 年的 1 913． 5 亿元上升到 1997 年的

37 543亿元。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由 1979 年的 47． 1%下降到 1984 年的 43． 1%，长期优先重工业发展战略

导致的结构失衡现象得到缓解。1992 年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为 43． 4%，之后第二产业有较快速度上升，

1997 年达到了 47． 3%。⑦ 轻重工业 结 构 也 有 所 改 善，1979 年 轻 重 工 业 之 比 为 43． 7 ∶ 56． 3; 1984 年 为

47． 4∶ 52． 6; 1992 年为 46． 6∶ 53． 4; 到 1997 年为 49∶ 51。⑧ 1997 年下半年，国内贸易部对我国 613 种主要商品

的供应情况排队，供不应求的商品仅占 1． 6%，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 66． 6%，供过于求的商品占 31． 8%⑨。
1997 年中国终于告别短缺经济，进入买方市场阶段。

( 三) 1998 年至今政府在重启重化工业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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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90 年代中后期产品市场上的供不应求的局面逐渐消失，生产过剩逐渐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难

题。在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外贸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如何应对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末出现的内需不足，成为当时政府需要面对的最重要的经济问题。
为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1998 年我国政府采取了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内

的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措施。在新的历史阶段下，重化工业重新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阶段( 参见图 2) 。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统计司，2011:《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第 26 页。

图 2 2000 －2010 年轻重工业结构

新一轮重启重化工业的进程中，固然有市场经济自发的作用，但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也至关重要。主要表

现在: 政府实施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长期压低基础性产品与生产要素价格以及刺激房地产业发展等方面

的措施。

为刺激经济增长，近十多年来政府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1998 年 8 月全国人大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财政部的中央预算调整方案，决定增发 1 000 亿元长期国债，同时配套增加1 000

亿元银行贷款，全部用作基础设施专项建设资金。1998 － 2004 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 9 100 亿元，7 年累计

实际安排国债项目资金 8 643 亿元。① 2008 年政府为扩大内需进行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约18 000亿元。② 三峡工程、高速铁路等大型项目的启动和修建，给重化工业发展以重要契机。

其次，在政府干预下我国基础性产品价格、生产要素价格偏低，诱发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化工业快速发

展。基础性产品( 主要包括资源、能源产品) 的价格形成过程中政府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如电、煤气等产

品由政府定价，天然气和成品油的出厂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部分矿产资源的价格也受到政府管制。而政府

对于市场信息的判断常存在时滞，政府出于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考虑调整价格比较慎重，在通货膨胀的情况

下，这种机制导致资源、能源价格普遍偏低。例如 90 年代后期，国家对电解铝工业采取了半价的优惠电价政

策，刺激了高耗能的电解铝工业的超常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末，电解铝年产 300 万吨，到 2004 年，年产达

970 万吨，仅 2003 年一年出口就达 125 万吨。③ 我国政府对利率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控制使大量资本流入重

化工业。例如，目前我国大部分本币存贷款仍实行银行统一利率，有一段时间还实行负利率政策，致使资金

价格严重扭曲，银行利率与市场利率差距很大( 有时达一倍以上) 。④ 在这种背景下，各地出现了重化工业

的投资热潮，如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对石化、汽车等项目的大规模投资。民营经济也开始涉足汽车、钢铁、电
解铝等项目，如吉利集团投资汽车行业、德隆集团下的湘火炬控股陕汽集团、重庆重汽集团等，唐山建龙集团

与上海复星集团共同投资宁波钢铁等。⑤ 基础性产品与生产要素低价实际上购成了对资本密集产品的补

贴，诱使重化工业高速发展。

由政府刺激的房地产业扩张也推动了重化工业的发展。由于房地产产业关联度高，它的发展可以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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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王丙乾，2009:《中国财政 60 年回顾与思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 744 － 745 页。
朱宝琛，2008:《发改委负责人细解中央 4 万亿投资具体安排》，《证券日报》2008 年 12 月 10 日。
吴敬琏，2006:《十一五规划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3 期。
张卓元，2008:《中国价格改革三十年: 成效、历程与展望》，《经济纵横》第 12 期。
简新华，2009:《中国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道路》，山东人民出版社，第 276 页。



其上游诸多产业( 如冶金、化工、水泥、玻璃等产业) 的发展。我国政府在制定扩大内需的战略部署时，确定

了住宅产业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试图通过启动居民住房消费来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1998 年

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 23 号文件) ，通过积极推进

房地产商品化刺激了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面对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我国又放松信贷条件( 购房首付仅需

1 成) 、降低利率( 5 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仅为 5． 94%，购房可以打 7 折) ①，进一步刺激了本已需调控的房

地产业。政府的这些措施不仅推动了房地产业的发展，也成为重化工业在近十余年来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重化工业的重启有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必然性，但我国这一轮的重化工业更多体现为基础型重化工业的

发展。而基础型重化工业的过度增长带来了经济结构失衡，资源消耗过多，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在“十二

五”时期，我国提出要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工业化模式面临新的转轨。
虽然六十多年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政府在我国从一个后发的农业国向工

业国的转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本文中，我们试图在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内，将政府行为纳入经济结构

变迁过程，进一步刻画政府在工业化中的作用。

三、基本理论模型②

( 一) 基本假设

本文设定总生产函数符合柯布 － 道格拉斯型生产函数，它由两部门生产的产出所决定。我们假定政府

对产业发展进行干预，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征税③( 税率为 τ) 而对资本密集型产业进行补贴 g。假定 y1 为劳

动密集型产业的人均产出; y2 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人均产出; y 为人均总产出。我们参考 Barro( 1990 ) 的生

产函数形式，将政府的补贴直接纳入资本密集型产业 y2 的生产函数。我们假定 η、α1、α2 为常数，取值范围

为( 0，1) 。资本总量( k) 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 k1 ) 与资本密集型产品资本( k2 ) 之和，即: k = k1 + k2。
y = f( k) = B［( 1 － τ) y1］ηy1－η2 ( 1)

y1 = f1 ( k) = A1k
1－α1
1 ( 2)

y2 = f2 ( k) = A2k
1－α2
2 ga2 ( 3)

α1 ＞α2 ( 4)

g = τy1 ( 5)

我们讨论中央计划者模型，并假定计划者的效用函数符合恒定相对风险回避函数形式( CRRA) ，资本积

累方程为( 7) 式，σ 为资本折旧率。为进一步简化分析，我们假定 σ = 0。( 8) 式 TVC 为横截面条件。

U = max∫
∞

0
e－ρt c

1－θ － 1
c1－θ

dt ( 6)

k· = f( k) － c － σk ( 7)

TVC: lim
t→∞

exp( － ( f( k) ' － σ) ) k( t) = 0 ( 8)

( 二) 优化求解

要使得计划者的效用最大化，我们通过建立汉密尔顿函数求解。

H = e－ρt c
1－θ － 1
c1－θ

+ λ［f( k) － c］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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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秀波，2011:《房地产调控的重点在于消除形成泡沫的货币基础》，《中国房地产金融》第 6 期。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改革开放前后 30 年，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本文抽象掉了制度的变迁，主要原因在于

当前理论经济学进展鲜见能够在动态经济框架内加入我国制度变迁的研究。许多学者不得不使用基于市场经济的动态经济

学理论框架来研究我国前 30 年的问题。如姚洋和郑东雅( 2008) ，徐朝阳和林毅夫( 2010) 。所幸的是，其研究结论可以从内

在机制上部分解释优先重工业的发展轨迹。所以在这里本文也试图沿着上述文献的思路抽象制度的剧烈变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税收更多具有抽象的意味，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税收有较大不同。政府对劳动密集型产业

与资本密集型产业都有取和予，但是关键在二者的关系。如果取大于予，笔者认为就可以界定为税收，而予大于取可以界定

为补贴。这样的处理也是为了模型处理的简约性。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Barro( 1990) 以及徐朝阳和林毅夫( 2010) 等文献。
这些文献也用类似的方法将政府纳入动态模型。



由一阶条件可得:

H
c

= 0 ( 10)

λ
· = － H

k
( 11)

由此得到:

c·

c = ( 1
θ

) ( f '( k) － ρ) ( 12)

k·

k = f( k)
k － c

k ( 13)

现在我们需要求出利率: r = y
k

= f '( k) 。参照 Acemoglu 和 Guerrieri( 2008) ，均衡条件下，有: y
k1

=

y
k2
。综合( 1) 式 － ( 3) 式，我们可得均衡条件如下:

k1
k2

=
( 1 － η) ( 1 － α2 )

{ η( 1 － τ) ( 1 － α1 ) + ( 1 － η) α2 ( 1 － α1 ) }
( 14)

我们令:

M =
( 1 － η) ( 1 － α2 )

{ η( 1 － τ) ( 1 － α1 ) + ( 1 － η) α2 ( 1 － α1 ) }
( 15)

则有: k2 = Mk1
k1 = k / ( 1 + M) ( 16)

我们令:

V = ( 1 － α1 ) η + ( 1 － η) ( 1 － α2 ) + α2 ( 1 － α1 ) ( 1 － η) ( 17)

Q = B( 1 － τ) ητα2( 1－η) ( A1 ) η ( A2Aα2
1 ) ( 1－η) M( 1－α2) ( 1－η) ( 1 + M) －V ( 18)

经过简化，我们可得:

y = f( k) = QkV ( 19)

易证 V ＜ 1，由于 Q ＞ 0; 所以可得 f '( k) ＞0; f ″( k) ＜0; lim
k→∞

f '( k) =0; lim
k→0

f '( k) =∞。

( 三) 系统稳定性分析

在稳定条件下，我们可以得到系统的稳态解，有: c·

c = 0，k·

k = 0

可得稳态的资本和消费:

k̂ = ( ρ
QV) V－1 ( 20)

ĉ = Q( ρ
QV) ( V－1) V ( 21)

k̂，ĉ 为模型的稳态点，下面证明系统的稳定性。在稳态点进行泰勒一阶展开，可得:

c·

k







·
=

( 1
θ

) ( f '( k̂) － ρ) ĉ

f( k̂) － c









^
+

f '( k̂) － ρ
θ

f ″( k̂)
θ

－ 1 f '( k̂) －









σ

c － ĉ

k － k( )^ ( 22)

D =
f '( k̂) － ρ

θ
f ″( k̂)
θ

－ 1 f '( k̂) －









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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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λ1、λ2 为矩阵 D 的特征根。因为 | D | = λ1 × λ2 = f ″( k̂)
θ

＜ 0 ，所以特征根一正一负; 系统鞍点稳定。

四、数值模拟分析

我们考虑两个政策试验，首先考察税率与稳态资本、稳态产出①、政府税收以及产业结构②的关系。然后

我们考察税率变化下资本、产出和政府税收的动态转移过程。
( 一) 税率和稳态资本、产出与税收的关系

我们假定技术进步为 1，B = A1 = A2 = 1; α1 = 0． 6; α2 = 0． 3; ρ = 0． 05; η = 0． 4。③ 在图 3 中，我们主要讨

论税率与稳态资本和稳态产出的关系。在图 5 中，我们主要讨论税率与税收以及产业结构的关系。

图 3 税率与稳态资本和产出之间的关系

从图 3 我们可以看出，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稳态资本和产出与税率均呈现倒“U”型关

系。稳态下社会总资本、总产出以及政府税收都与税率呈倒“U”型关系。该数值模拟的经济含义在于，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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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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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资本和产出既包括稳态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本与产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资本与产出，也包括稳态下社会总

资本和总产出。
产业结构用资本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出之比来衡量。
这些数值模拟的参数取值主要参考 Barro( 1990) ，Acemoglu 和 Guerrieri( 2008) 。



先，在政府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征税而补贴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情况下，当税率在比较低的时候可以促进劳动密

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总产出的增加。但随着税率不断升高，稳态下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资本

密集型产业的资本和产出都会下降，社会总资本、总产出也会下降。其次，通过模拟我们可以发现，劳动密集

型产业最高的稳态资本与产出对应的税率低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最高稳态资本与产出对应的税率。这说明如

果政府在一定范围内增加税率，会降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稳态资本与产出，而提高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稳态资

本与产出。

图 4 税率与税收及产业结构的关系

由图 4 我们可以看出，从税率角度来看，稳态下政府的税收和税率呈现倒“U”型关系。这说明对于劳动密

集型产业征税所带来的政府税收的提高并不能无限增长，所以理性的政府不会无限制地提高对于劳动密集型

产业的税收。税率与产业结构出现单调递增的关系，说明政府这种歧视性的干预会带来经济结构的非均衡。
( 二) 税率变化下的动态转移分析

我们进一步讨论当税率变化条件下，税收、经济各部门与经济总量的转移动态( 见图 5) 。

图 5 税率变化下各经济变量的动态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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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设一共有 80 期，在初始点上税率为 20%，考虑税率在第 12 期初始点的基础上提高 20% 的情况。
从劳动密集型产业来看，政府税率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本与产出先下降再上升，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资

本与产出持续上升。总产出与总资本呈现出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类似的情况。而从政府税收的角度来看，虽

然也同样呈现收敛趋势，但是收敛速度快于资本与产出的收敛速度。

五、小结

本文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讨论了政府主导工业化进程，通过构建动态经济模型并进行数值模拟刻画政府

在工业化中的作用。基于此我们不仅可以得到中国工业化的一些可能性解释，还能够启发对未来中国工业

化的思考与展望。

第一，我们发现政府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征税而对资本密集型产业进行补贴，政府的干预力度( 税率) 与

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稳态资本、产出呈倒“U”型关系，与社会总资本与总产出也呈现倒

“U”型关系。这也许能够部分解释我国片面发展重工业所带来的国民经济难以维系的历史过程，因为对劳

动密集型产业过分的提取，会导致经济结构失衡从而带来经济总量下降( 或者增速减慢) ，即使对于受到补

贴的重工业也不能持续增长。本模型对 21 世纪以来，我国重化工业进入新一轮扩张也有一定的解释力度。
21 世纪以来，政府通过刺激内需政策，扩大对重化工业的需求，并压低基础性产品、生产要素的价格给资本

密集型产业以实际的补贴。在物价普遍上涨的情况下，政府对基础性产品、生产要素价格调控越滞后，实际

给予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补贴则越多。政府通过干预价格形成的“低价工业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外延式工

业化的发展。这也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如果政府不改变“低

价工业化”的发展模式，重化工业的过快发展会导致经济失衡，不利于经济增长，甚至也不利于重化工业的

可持续发展。这也许能够部分解释我国当前在重化工业高速发展之后，亟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

构的内在机理。
第二，通过对模型的数值模拟我们还发现，在一定区间内，提高税率可以带来资本密集型产业拥有更高

的稳态资本与产出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稳态资本与产出会下降。这给我国政府长期扶持工业所带来的较高

的工业水平以一个可能性解释。因为在这个区间内，即使政府提取的部门的发展进入了倒“U”型的下行阶

段，而政府扶持的部门仍在倒“U”型的上行阶段( 参见图 4 ) 。这也给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工业在政府的扶

持下继续高速增长，而农业发展则相对缓慢以一个可能性解释。还能部分解释 21 世纪以来出现第二产上升

与第三产下降趋势的本质原因。

第三，政府的收入也与政府对产业干预力度呈现倒“U”型关系。这说明从政府最大化税收的角度来看，

也并不是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干预力度越大越好。这给我国政府积极主导 80 年代初期的工业化转型以一

个可能性解读。21 世纪以来，在政府促进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收入虽有较大幅

度提高，但是，如果这种经济模式长期维系，将影响经济发展，从而不利于政府收入的持续增加，在数值模拟

中则表现为政府税收处于倒“U”型曲线的下行阶段。

第四，从动态转移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政府税收的收敛速度快于资本与产出的收敛速度。这也许能够部

分解读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推进工业化的偏好。因为在一定区间内更多地扶持资本密集型产业，政府的税

收将以较快的速度收敛到更高的均衡点。
1949 年以来，在政府主导下我国工业化快速推进，成功跨越了“贫困性陷阱”，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改革

开放前，我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政府运用有形之手加大对重工业的投入，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但

由于在推行该战略时，忽视了经济结构的平衡，最终使得这种发展模式难以维系。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新

一轮的重化工业高速发展的机制与改革开放前 30 年有较大的不同，政府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扶持很大一部

分是通过土地、资金、资源、能源等基础投入品的价格管制来补贴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而政府积极的财政政

策与刺激房地产业发展的政策不仅刺激了重化工业产品的需求，提高了重化工业发展的收益，还带来了通货

膨胀。在这个宏观背景下价格管制的调控越滞后，政府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补贴就越大。重化工业过快发

展带来当前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局面。在我国未来工业化进程中，政府应当逐步改变对资本密

74



集型产业过度补贴的发展模式，以保持经济持续发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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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Government Role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Xiao Xiang1 and Dong Xiangshu2

( 1: Graduate School of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2: School of economics，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Government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this paper construct of dynamic economic model，in which government taxes the labor
intensified industry and subsidies the capital intensified industry in order to intervene the structure change of the industry to boost the
industrialization． In numerical simulation，we find tha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ax rate and output in different sectors，capital in
different sectors，total capital and total output in steady state are better described as inverse U － shape． In addition，we also fi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x rate and government tax income in steady state can also be described as the inverse U － shape．
Government’s excess subsidy of the capital intensified industry would have advers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 intensified
industry，economic growth and government tax income． It also even would be harmful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
intensified industry． The theoretical model partly explains the reason why the priority development of heavy industry was not able to
sustain in Chinese history，and also partly explains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of government’s adjusting the current economic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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